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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谬误”与前反思自身觉知

论技术人工物道德化设计的身体现象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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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理论以“劝导技术”和“助推技术”为其主要实践进路,通过对

技术人工物的道德化设计,达成对身体行为的道德化引导。但维贝克把技术人工物道德功能的实

现归结为技术意向性和技术设计,致使他无法解释产生“设计者谬误”的内在根源。通过身体的前

反思自身觉知维度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把身体意向性看作是技术人工物道德化功能之实现的内在

原因,另一方面也能够找到导致“设计者谬误”出现的身体现象学根源。因而,基于身体现象学的

技术设计进路不仅需要把对物的设计和对情境的设计结合起来,而且也要把对技术设计的反思和

对技术使用的反思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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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OntheBodilyPhenomenologicalBasis
ofTechnologicalArtifacts’MoralizingDesign
LIUZhe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ofScience,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
China)

Abstract:“Persuasivetechnology”and“nudges”canbeseenasthemainpractical
approachesofPeter-PaulVerbeek’stheoryof“moralizingtechnology”,andthese
approachescarriedoutthe moralizingguidingofourbodybehaviorsthrough
moralizingdesign.However,Verbeekfailedtoexplaintheinternalcausesof
“designerfallacy”inthatheattributedthemoralfunctionoftechnologicalartifacts
totechnologicalintentionalityandtechnologicaldesign.Ontheonehand,thebody
intentionalitycanberegardedastheinternalreasonforrealizingthemoralizing
functionofthetechnologicalartifactsbyintroducingthedimensionofbodilypre-
reflectiveself-consciousness.Ontheotherhand,thebodilyphenomenologicalroot
ofdesignerfallacycanbefoundaswell.Therefore,thebodilyphenomenological
designapproachnotonlyneedstocombinedesigningartifactswithdesigning
contexts,butalsoneedstocombinethereflectionontechnologicaldesignwiththe
reflectionontechnological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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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荷兰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维贝

克的“技术道德化”理论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关

注与讨论,俨然成为当代技术哲学最火热的研究

范式之一。事实上,技术人工物的结构设计与功

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

课题。以维贝克为代表的技术哲学“荷兰学派”在
继承拉图尔和唐·伊德的基础上,将这一主题凸

显出来,力图论证人的道德化行为和良序社会的

建立皆需要以技术人工物合乎伦理的设计为

基础。
不得不说,以技术设计为基本方法构建良序

社会的思路确实有其理论和实践优势,只要这种

技术设计是在“负责任”的范围之内,我们似乎无

理由过度担忧。然而,技术人工物虽然可以按照

设计者的意图被运用,但也总是存在着在设计者

意图之外的运用,导致“设计者谬误”的出现,甚至

会产生新的难以预料的技术伦理问题。针对“设
计者谬误”,维贝克强调要打通设计情境和使用情

境,认为技术人工物之道德化功能的实现有赖于

其本身的“意向性”维度,这使他无法洞见身体意

向性在构造技术人工物之“意向性”的奠基地位,
致使其“技术道德化”理论往往只围绕技术人工物

的设计“打转转”,难以为“设计者谬误”的出现提

供充分合理的理论解释和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案。
有基于此,笔者希望揭示“设计者谬误”之所

以出现的身体现象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为“技术

道德化”理论提供身体现象学的解释路径和实践

进路。

一、技术道德化的实践进路:
劝导技术与助推技术

  维贝克“技术道德化”理论的核心洞见在于以

技术设计的物质化手段把一定的价值或规范“铭
刻”到技术人工物当中,从而使技术人工物引导人

们的行为符合它们所“铭刻”的价值或规范,这也

就使“技术道德化”理论具备了鲜明的实践进路。
这条实践进路颇有传承。维贝克不仅继承了

拉图尔和唐·伊德,而且还继承了汉斯·阿特胡

斯的 “装 置 的 道 德 化”(the moralizationof
devices)思想。在阿特胡斯看来,人能够“委派”
(delegate)一定的道德给技术人工物,从而能够避

免陷入无休止的道德争论和道德选择当中。比方

说,环境保护主义者会就屋里灯泡的大小、洗浴时

间的长短、汽车的性能型号等展开道德争论,这就

使得人们往往因为过度争论而导致对自身行为的

无休止地“反思”,从而加重了道德选择的困难和

负担。为了避免这些琐碎和无谓的争论,我们应

该将一定的道德“委派”给技术人工物,而这种“委
派”就需要通过技术设计的手段来达成。例如,在
汽车中安装速度控制装置,从而得以降低和避免

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中因速度过快而导致的交通

事故的风险[1],地铁中闸机口的设计是为了避免

乘客逃票乘车[2]79。在维贝克看来,技术能够被

道德化地设计,用以激发技术使用者的道德行为

并规避非道德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影响技术”
(behaviour-influencingtechnology)能够化解人

们的“永恒反思状态”,进而为人们的道德抉择提

供自发的“物质性答案”。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维贝克给出了两种类型

的“行为影响技术”,即“劝导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和“助推技术”(nudges)。这两种技

术也就构成了道德化技术的具体实践进路。

1.劝导技术

所谓“劝导技术”,就是用交互式的电脑运算

系统来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技术[3]。“劝导技

术”的最早雏形是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身体意识资源网络”(bodyawarenessresource
network),这一系统旨在关注和增强青少年的健

康行为,为青少年的健康问题提供知识和建议。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化,互联网就成为

了当今最为普遍的“劝导技术”。比如,当我们用

智能手机 APP进行网购或点外卖时,手机 APP
会根据用户之前的购买记录和购买偏好,自动为

用户生成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商品或食物列表。
“劝导技术”也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有些是通

过“可见的”、人们能够意识到的方式转化人们的

行为;另一些则是“不可见的”、以“潜移默化”的非

认知方式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转化作用。前者如高

速公路的限速标志,当驾驶员看到标志后,会根据

标志的意义进行减速,这一交通标志作为可见的

形式呈现给驾驶员,并转化了驾驶行为[4];后者如

自动旋转门、声控电灯、刷票闸机等,皆以一种“不
可见的”、非认知的方式影响和转化人们的行为。
在维贝克看来,后一种类型的技术其实是一种“环
绕智能”(ambientintelligence),它与我们周遭的

环境相契合,造就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作为不可

见性(invisibility)的“智能环境”[5]。这一智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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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作为与我们无法分离的生活世界本身,为我们

的具身行为提供了一个隐藏着的背景;或者说,我
们前反思地“具身于”(embodiedin)周遭的智能

环境中。因此,倘若非经反思,我们就无法觉知到

该智能环境中的技术人工物所可能蕴含着的价值

或规范性意义对我们具身行为的影响与转化

作用。
维贝克认为,在“劝导技术”的设计中,伦理考

量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我们不仅要关注设计者

的动机,而且也要关注劝导的方法以及劝导的结

果。“劝导技术”总有在设计者预料之内和预料之

外的结果。在技术设计时,所有这些结果都必须

考虑在内并作出评估[2]80。这样,设计者能够设

计出符合公众和社会需要的技术产品,进而能够

更好地影响和转化人的行为。
尽管维贝克宣称设计者应该把技术的“劝导

力量”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以让人们理解技术人

工物所具有的“劝导”功能,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理

想模式。在大部分情况下,环绕智能和劝导技术

以一种非人性的物质的方式来“驯导”(taming)
人[5]。这种“驯导”往往意味着技术人工物在被使

用的过程中会出现技术设计者意图之外的难以预

料的功能或效果,进而产生新的技术伦理问题,从
而也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人的行为的“劝
导”。

2.助推技术

通过设计来影响和转化人们的行为的第二种

技术是“助推技术”。助推技术是由理查德·塞勒

和卡斯·桑斯坦提出的概念。塞勒和桑斯坦发

现,通过改变儿童食物的排列顺序就能够有效地

改变儿童的进食行为[6]。比如把健康的食物摆放

在餐盘中离儿童最近的位置,而把不健康的食物

摆放在餐盘的远端。也就是说,设计者可以通过

对物质环境的设计间接地改变人们的选择和行

为。人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物质环境

的“组织”。当人们作出选择时,并不是通过反思,
而是通过意识的“自主系统”(automaticsystem),
即一种前反思意识。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相当多的“选择”都是依赖于我们的自主行为。从

而,意识的“自主系统”为我们提供在物质环境中

的“前结构”(pre-structure)的选择,以此方式来

影响和转化人们的行为。因此,通过设计“助推”
的模式就能够有效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行为。比

如,把“双面打印”设置成打印机的“默认设置”就

能够有效地减少纸张浪费,如此等等。
总之,不论是劝导技术还是助推技术,都更多

地是以一种前反思的方式来影响和转化人们的行

为,设计者从而通过技术设计的手段间接影响和

转化人们的行为。

二、技术人工物道德功能
之实现何以可能?

  我们发现,不论是“劝导技术”还是“助推技

术”,都是以一种前反思的方式引导、转化人们行

为的技术。当我们说技术人工物能够“劝导”或
“助推”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选择时,这种“劝
导”“助推”何以可能?

1.维贝克的“技术意向性”解释进路及其

问题

维贝 克 通 过“技 术 意 向 性”(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这一概念来解释技术人工物的“劝
导”“助推”等道德化功能。所谓“技术意向性”,是
物质形式的“指引性”(directness);正是技术的这

种物质形式的“指引性”影响并转化了人们的行

为[5]。因此,技术人工物之所以能够“劝导”或“助
推”人们做某事,乃是由于技术之“指引性”的
缘故。

维贝克同时指出,说技术人工物具有“意向

性”或能够作为“道德行动者”,乃是在与人的关系

中才成立的。脱离了与人的关系,技术人工物无

法单独具有“意向性”,也无法单独成为“行动

者”[2]84。因此,技术人工物之所以能够实现“劝
导”或“助推”,乃是技术本身的意向性与人的意向

性相互作用的产物。
然而,如果把技术人工物道德化功能的实现

主要归结为技术意向性,就会给人以这样一种理

论“错觉”,即只要设计者能够充分地设计好技术

人工物,那么技术人工物之道德化功能的实现也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也往往是这样,不论在维

贝克那里,还是在其他的荷兰技术哲学家那里,技
术设计者往往被等同于道德规范的设定者,人的

道德问题亦往往会被归结为技术设计的问题。然

而问题在于,技术人工物无论被设计得多么精妙,
在理论和在现实中都无法摆脱被滥用或被误用的

情况,这就难以避免地导致新的技术伦理问题。
如此一来,技术人工物之道德功能的实现似乎并

不完全依赖于技术设计者的意图,亦不能只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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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术意向性”。那么,技术人工物道德功能之

实现究竟何以可能呢?

2.身体意向性以及物与人之“邀请—回应”
关系的建立

从身体现象学的视角看,技术人工物之道德

化功能的实现,与其说是缘于“技术意向性”或技

术设计,不如说是缘于身体与技术人工物之耦合

关系的建立。这种耦合关系,乃是梅洛-庞蒂意义

上身体意向性的向外“投射”并在技术人工物之中

的延伸所导致的结果。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的

意向性被称之为“意向弧”(intentionalarc),“意
向弧”作为身体的知觉能力和意向能力,是一种非

独断的意向性(non-theticintentionality),它为一

切意识行为奠基,并“在我们周围投射出我们的过

去、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思想意

识和道德情境,或者说,意向弧确证了我们得以处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7]137。因此,正是因为身体的

“意向弧”,身体才能够意向性地向外投射出一种

知觉能力,从而构成身体与外在事物之间的耦合

关系。那么,技术人工物道德功能之实现如何可

能的问题也就相应地转化为身体的意向性如何与

技术人工物所设定之功能相互勾连、相互耦合的

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现象学家休伯特·德雷

福斯结合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探讨人与物之

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人工物之道德功

能的实现问题。德雷福斯首先通过发展吉布森的

“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来说明人与物之间的

关系问题。物的“可供性”意味着物是供给人来做

某事的事物,比如椅子供人来坐、苹果供人来吃、
门供人出入,等等。这种“供人来……”的特征在

德雷 福 斯 看 来 意 味 着 物 具 有 某 种 “邀 请”
(solicitation)功能,物仿佛在不断地“邀请”人做

某事,人亦必然地在某种情境下进行“回应”[8]。
比如,当人在饥饿的状态下时,苹果作为一种“可
供性”的必然,“邀请”人来吃。这就意味着,当人

处在一种与物的“邀请—回应”关系(solicitation-
responserelation)中时,我们无需意识到“邀请”
行为本身[9]。也就是说,物的“邀请”实际上是身

体的前反思状态对物的“把握”。因此,在德雷福

斯看来,我们直接地向着作为“邀请”的世界开放,
世界是由相互内在关联的“邀请”构成。“邀请以

及由邀请所构成的世界与我们直接地对邀请的回

应之能力是密不可分的。”[10]

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人工物的“劝导”与“助
推”功能恰恰可以看成是物之“邀请”的具体表现

方式。从而,技术人工物之所以能实现其“邀请”,
在于技术人工物的“可供性”恰巧满足身体当下的

知觉情境之需要,身体因而能够对技术人工物之

“邀请”作出前反思的“回应”。
因此,延伸德雷福斯的理解,我们发现物之

“邀请”功能的实现与其说是物本身“意向性”投射

的结果,不如说是身体的意向性在物之中延伸的

结果。也就是说,技术人工物之“邀请”并非缘于

技术本身的“意向性”,而是由技术设计者的意向

性和技术使用者的意向性在技术人工物之中的汇

集与延伸之产物,从而建立起了技术人工物与身

体的耦合关系。故而,要想达成技术人工物的道

德功能,只有把技术人工物摆放在特定的“具身系

统”或“具身环境”中才能产生效应,即技术设计情

境必须与技术使用情境相互符合。然而,从功能

性设计的视角看,技术设计者总是无法把所有的

特殊情况都考虑在内,即技术人工物总是有着在

设计者意图之外的其他功能或效应,技术的道德

化设计这一方法亦必然面临着质疑与挑战。

三、“设计者谬误”及其前
反思自身觉知维度

  维贝克指出,由于技术人工物的设计情境和

使用情境的差异,技术设计亦会面临着所谓“设计

者谬误”(designerfallacy)。也就是说,技术人工

物总是以未预料到的方式被使用,也以未预料到

的方式影响人的行为,从而会产生新的难以预料

到的技术伦理问题[2]85。比如,旋转门的设计是

为了防止外界气流进入建筑物,起到了隔离气流

的作用,但在实际的使用情境中,旋转门却往往对

使用,轮椅的腿脚不便者进入建筑物构成了阻碍。
面对这一难题,维贝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结合设

计语境和使用语境,不仅需要对技术设计意图以

及实际达成的功能效果作出评估,而且也要在不

同的使用语境中对技术人工物所可能导致的预料

之外的情形作出评估。这就要求建立包含设计者

和使用者在内的评估模式,以民主化评估的方式

避免“设计者谬误”的发生。
由于技术人工物是伊德所谓的“多重稳定”

(multistability)的存在物,它们没有固定的本质,
我们只有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才能定义它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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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既可以把一把斧头当作是制作其他技术

人工物的工具(打造家具),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烹

饪工具(砍柴、剁肉),还可以把它当成是武器装

备,甚至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健身器材(耍大斧),
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设计者不可能预先设想到

技术人工物所有可能的用途,而只能对一些主要

用途作出设想与评估。
事实上,维贝克为解决“设计者谬误”难题给

出了较为理想化的解决方法,即结合设计情境和

使用情境的民主化设计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

有效的。但是,维贝克并没有说明的问题是,“设
计者谬误”产生的根源究竟何在? 如果“设计者谬

误”是无法避免的,那么究竟该如何结合设计语境

和使用语境对技术人工物进行评估?
在笔者看来,“设计者谬误”之所以产生的根

源,与其说是技术人工物的设计情境与使用情境

的不一致性,毋宁说是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知的

即时性的特点。所谓“前反思自身觉知”,可以理

解为身体当下正在经历的知觉体验行为。比如我

正在经历疼痛的体验,我不需要经过反思就能够

“确证”我的身体正在疼痛。也就是说,身体的前

反思自身觉知维度往往体现为一种即时性的、无
处不在的、非经反思就无法察觉的知觉体验行为,
如日常生活中的走路、跑步、抓耳挠腮,等等。故

而,前反思自身觉知是一直持续着的和更源始的

一阶意识,而自我反思觉知则是一种清晰的和更

高阶段 的 二 阶 意 识,一 阶 意 识 为 二 阶 意 识 奠

基[11]。所以,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知意味着,身
体能够根据当下知觉情境,能动且即时性地与周

遭之物“打交道”,赋予物以新的用途和新的意义。
从而,物在与身体的耦合状态中,总是能够超出由

设计者设定的本来之所是,获致新的功能与意义,
这便是“设计者谬误”之所以产生的身体现象学

根源。
因此,技术人工物与人之间“邀请—回应”关

系的确立所反映出的恰恰是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

知维度所建立的与物体之间的耦合关系,这一耦

合关系意味着身体可以能动地根据当下知觉情境

性的需要对周遭事物进行“随手使用”,表现为一

种“最佳把握”(optimalgrip)之趋势。正如德雷

福斯所言:“当人身体性地沉浸在对邀请的回应

时,并不存在反思主体……根据梅洛-庞蒂,仅有

一种对世界的最佳把握的趋势。”[10]

在梅洛-庞蒂看来,“最佳把握”是人在前反思

自身觉知意义上对物的最佳“理解”,它所甄定的

乃是人与物的关系及其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比

如,妇女不用实际观测帽子上的羽饰就能够直接

感觉到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羽饰的“具体位置”,
从而和可能破坏羽饰的物体保持一段“安全”距
离;驾驶员驾驶汽车通过马路,亦不需要实际测量

路的宽度与车身的宽度就能知道汽车能否通

过[7]144。在这些例子中,身体内含着朝向世界运

动的空间框架,身体对物体的空间知觉包含着关

于身体情境性的固有感受(proprioceptive)和运

动感觉(kinaesthetic)信息[11],因而能够前反思地

通过自身的知觉“把握”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并
协调物体与身体在世界中的动态关系。

因此,正是由于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知,使物

体每时每刻都处在与身体的耦合关系中。身体在

前反思的意义上对周遭物体的“随手使用”,也就

使物体往往超出了它本身所固有的功能与意义,
甚至获致了新的功能与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如下

情景:
我现在特别想吃核桃,可我手头上又没有专

门开核桃壳的工具,于是我就随手抄起宿舍的板

凳,用板凳腿儿砸,但效果似乎不太好。于是我走

到门旁边,打开门,把核桃放在门缝间,关门用力

挤,终于把核桃壳挤碎了。
在这个场景中,身体与物之间达成了一种新

的知觉情境关系。由于物(核桃)的“可供性”强烈

地“邀请”我来吃,我又无法直接打开核桃壳,我就

通过对板凳和门的随手使用达成了一种新的身体

与物之间的意义关系。在这一情形中,我对物的

使用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而是在前反

思的意义上凭借我过往的生活经验情境性地做出

的。恰恰是在这种前反思意义上我对周遭事物的

随手使用,构成了物的新的功能和意义。
由此,在前反思自身觉知的意义上说,身体并

不局限于对物的主要功能的使用,而是根据当下

的现身情态,情境性地使用物。身体与物达成的

耦合关系说明,物也获得了像身体一样的“厚度”,
或者说,物的“多重稳定性”只有在与身体达成耦

合效应时才能够凸显出来。物之功能的多样性也

只有在与身体达成特定的具身情态时才能够

实现。
从上述意义出发,“设计者谬误”之所以产生

乃至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因为身体的前

反思自身觉知维度。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知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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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根据当下具体情态作出对物的不同的“(最
佳)把握”方式,而设计者却无法穷尽身体情境的

多样性,因而无法根据众多的使用情境来设计技

术人工物。只有在技术人工物被使用之后,设计

者才能根据不同的身体情境中技术人工物的使用

情况,对技术人工物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作出

反思和修正。
因此,对技术的道德化设计似乎并不能够达

成一种理想状态的对“永恒反思”状态的取消,也
无法达成一种理想状态的对不同现身情态的规范

化统合。这是因为,技术人工物并非孤立地转化

人的行为,技术人工物总是已经处在一定的社会

文化的规范情境和一定的身体知觉规范情境中,
因此设计者的意图与技术人工物的具体使用情境

之间的关系往往具有不一致性。只有当设计者的

意图与人们对技术人工物的具体使用情境相互吻

合时,技术人工物才能够对人们起到设计者所意

图的“劝导”或“助推”功能,维贝克所谓的“技术道

德化”才能够实现。

四、基于身体现象学的
技术设计进路

  我们从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知的角度出发,
得出设计者的意图与使用者的具体使用情境之间

并不总是具有一致性,这就意味着设计者只能设

想并设计技术人工物的主要功能,而无法根据预

料之外的种种使用情境设计技术人工物。因而,
“设计者谬误”可以看成是设计者意图与使用者使

用情境之间不一致性的具体表现,这一谬误因而

是无法根本消解的。
不过,“设计者谬误”的无法解决并不意味着

设计技术人工物成为不可能,也并不意味着通过

设计技术人工物来统一化地“劝导”“助推”人们的

行为不可行。如果我们把“设计者谬误”看作是设

计情境中的理性认知维度与使用情境中的前反思

自身觉知维度之间的“矛盾”,那么技术设计进路

就需要引入身体现象学的理论方法,一方面使设

计技术人工物与设计使用情境相互结合,另一方

面使反思技术设计与反思技术使用相互结合。

1.设计技术人工物与设计使用情境相结合

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现象学强调身体可

以经由物体的运用构建新的身体情境、获得新的

身体意义。在梅洛-庞蒂那里,物体的全部意义并

不在物体本身之中,而恰恰蕴含在身体之中,正是

身体意向性的投射作用可以使同一个物体获致不

同的功能与意义。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物体是

我的身体的相关物,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物体是我

的存在的相关物,我的身体只不过是物体的稳定

结构。物 体 是 在 我 的 身 体 对 它 的 把 握 中 构

成的。”[7]334

在上述意义上,技术人工物之功能的多样性

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设计者如何设计并赋予技术

人工物多少固有功能,而是必须充分考虑到使用

者身体经验的个别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维度。这

就意味着,设计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无论技术人工

物之使用效能如何,它们已然处于一定的社会文

化和身体知觉情境中。就像克里斯汀·博肯所指

出的那样,技术人工物并非单独地影响并转化人

的道德行为,技术设计者、技术设计过程和技术人

工物本身已然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规范性中,
并受它们的影响[12]。因此,技术设计不应该仅仅

考虑如何设计技术人工物,而且也应该充分考虑

到对技术人工物所可能处在的技术使用情境进行

相应引导与设计,从而通过情境设计的方式来弥

补个别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失范效应。比如,不论

我们怎样设计旋转门,都很难满足特殊人群的便

利需求,但如果我们对整个忽略特殊人群基本需

求的技术系统和技术环境进行功能化设计和改

造,以使整个技术系统和技术环境满足特殊人群

的基本需求,那么某个特定技术人工物的功能缺

失也就可以被整个技术系统和技术环境功能实现

的多样化所补足。
在笔者看来,只有把对技术人工物的设计与

对使用情境的设计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够最大限

度地避免“设计者谬误”的发生,也才能够在技术

人工物与身体之间形成在前反思自身觉知意义上

善性的“邀请—回应”关系。

2.反思技术设计与反思技术使用相结合

从身体现象学的视野出发,不论是“劝导技

术”还是“助推技术”,它们道德化功能的实现其实

都是因为身体在前反思意义上对技术人工物的

“最佳把握”,从而形成身体与技术人工物的耦合

关系。因此,技术人工物之所以能够“劝导”或“助
推”,其实是由于身体当下的情境性与技术人工物

的主要功能相互吻合的结果。
由于设计者的意图与使用者的使用情境之间

存在不一致性,这就意味着设计者必须依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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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物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情况来对技术设计行

为和技术设计理念进行反思和修正。技术使用者

亦有必要对整个技术使用情境和技术人工物潜在

的功能进行反思,以防止技术被误用或滥用。这

就是反思技术设计与反思技术使用相结合的方

法。比如,在对校园里的减速带进行设计的过程

中,设计者不能简单地移植高速公路上减速带的

设计理念,而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境对减速带

的设计加以反思和修正,以使校园里的减速带既

能够达到为机动车减速的目的也不会造成对自行

车使用者的不便。再比如,在网上购物时,购物网

站的自动推荐和默认设置(如买三赠一、满30包

邮等)起到一种潜在的“助推”作用,这样的“助推”
往往构成了不理性和不必要的消费行为,这就需

要消费者反思自身的技术使用行为,明晰技术人

工物的“助推”功能及其潜在后果。通过反思技术

设计与反思技术使用相结合的方法,对技术人工

物的设计和使用才能够更加道德化,或者说技术

人工物才能够更加道德地“劝导”或“助推”人的道

德行为和道德选择。
总之,在笔者看来,基于身体现象学的技术设

计进路是对维贝克意义上的基于技术中介设计的

“技术道德化”理论的推进与完善。技术中介并不

能够凭空对人的行为进行影响与转化,技术中介

已然先行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身体知觉情境

中,因而对技术人工物的设计无法脱离对具体的

技术情境的设计,对技术设计行为的反思亦有必

要结合对技术使用行为的反思。在此意义上,技
术人工物的良性“邀请”才能够带来人之前反思意

义上的善性“回应”。

五、结  语

在以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理论为典型代表

的技术设计进路中,我们发现当设计师通过技术

设计的手段使一定的规则或价值负载到技术人工

物当中,并在由技术人工物和技术系统所构造的

特定的知觉环境中“邀请”人作出“回应”时,人的

行为本身恰恰就前反思地受到技术人工物的“劝
导”或“助推”。然而技术设计进路并不总是有效

的,“设计者谬误”的出现说明设计者情境与使用

者情境之间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一致性,使
得技术设计进路可能会引发新的技术伦理问题。
因此,有必要引入身体现象学的视角来分析“设计

者谬误”的产生根源,并通过设计技术人工物与设

计技术使用情境相互结合的方法以及反思技术设

计与反思技术使用相互结合的方法,为“技术道德

化”理论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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